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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法治国家，最高法院作为政治组织的角色和意义已逐渐彰显，制度化成为最高

法院发展的一个现实课题，这应当为最高法院理论研究所关注。本文将政治制度化的理念与

理论引入最高法院的研究之中，通过对一系列制度化衡量标准的具体识别，试图建构最高

法院研究的制度化范式。通过对印度和美国最高法院的比较考察，认为制度化是最高法院发

展的一个方向，最高法院的制度化进程又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而呈现具体特征。为此，本文

提供了最高法院制度化研究范式的一个运用范例，并进一步思考了最高法院研究与制度化

范式问题及其对中国最高法院制度化发展与改革带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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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化：最高法院的一个现实课题

在法治国家的政制原理中，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司法主体已是不言而喻，伴随社会发展，

这一政治组织自立性与价值的提升也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在相当多的国家，最高法院在事实

上成为强有力的政治机构，在履行司法职责的同时也发挥着政治功能，其作为政治机构的

角色和意义已逐渐为人们所理解。1任何政治体系中都包含有一个特定形态的司法结构，司

法结构的政治制度化功能能够在相互衔接的两个层面上，为政治体系提供合法性的资源：

在深层上，它使政治体系更加契合于同社会达成的价值共识，使它看上去更加像一个“人

民的政府”；在浅层上，它使政治体系内部的制度、程序结构表现出了更多的合理性，从而

使它可能赢得更多的社会支持。2最高法院高踞司法金字塔之顶端，主导司法权并在政治体

系的构造中占据重要位置，其运作直接影响乃至决定整个司法系统的运转甚至社会制度的

变迁。在现代社会，最高法院通过司法审查、司法解释、司法决策等运作行为参与国家和社会

的治理并发挥作用，晚近以来的实践，诸如美国的“布什诉戈尔案”、日本的“里库路特

案”、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案”、印度的“拉奥案”，已逐渐展示了最高法院作为一种政

治组织的重要性，而最高法院自身的制度化发展也备受关注。这正是本文研究最高法院制度

化的立脚点。

制度化，是群体和组织的社会生活从特殊的、不固定的方式向被普遍认可的固定化的

模式的转化过程，表征为共同价值的生成、统一规范的形成、系统机构和制度框架的建构。3

制度化是一个政治社会学的范畴，蕴含了组织、程序等要素及其规范化、有序化等特质，是

组织和程序不断获得制度意义的过程；它作为“所有现代社会科学要实现的最高主题之

一”，4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得到了关注，又在亨利·梅因、马克斯·韦伯、埃米尔·迪尔

凯姆、塔尔科特·帕森斯和安东尼·吉登斯的著作中得以回归，更在塞缪尔·亨廷顿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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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理论中得到系统的发挥。亨廷顿强调制度化发展对于政治组织的意义，认为制度化是

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政治组织和程序不断获得价值与稳定性的过程，它是现代化的重

要方面5；一个复杂社会的政治共同体取决于该社会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力量，这种力量又取

决于该组织和程序得到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的程度，而组织和程序越具有适应性、复杂性、

自立性和凝聚性，其制度化水平就越高，综合实力就越强；因此，如果这些标准可以被识

别和衡量，就能够对不同政治体系的制度化加以比较，并测定特定组织和程序在制度化方

面的消长变化。6于是，从政治制度化的视野考察和研究最高法院就具有了一种可能性。

最高法院作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开放系统和自治性的制度范畴，涵括制度创设、角色

与功能定位、权力与结构安排、人员与机构设置及资源配置、运作的程序与理念等内容，因而

被赋予了丰富蕴涵和重大意义。7显然，此种蕴涵和意义的获得，也是伴随其稳定性、适应性、

自立性、凝聚性等特质的增长而有赖于最高法院制度化的过程。本质上，最高法院的制度化

蕴涵了一种制度进化、价值超越和文化的进步，标示着最高法院在人类社会制度史上不断发

展的一种性质和趋势，这一动态过程实质上也是最高法院不断获得现代性的过程。8因此，

制度化，成为最高法院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课题。

（二）最高法院的制度化：一种研究范式

制度化自然成为最高法院发展的一个现实课题，它理所当然也应为最高法院理论研究

所关注。为了更具有适当性地评价最高法院的制度化问题，本文有所批判地吸收亨氏的标准，

增加了稳定性、有效性、权威性、协调性等衡量标准，加以有效识别，试图将制度化的理念和

理论引入最高法院的研究之中，建构最高法院制度化研究的具体范式。

1、最高法院的适应性。

适应性是一个组织通过挑战环境和年岁增长而获得的一种机能，一个组织经历时间的

考验越久，承受环境的挑战越多，面对环境变化所表现的功能调整能力越强，则越具有适

应性，制度化程度就越高。最高法院也不例外，制度化并非一夜之间便能实现，最高法院的

适应性需要时间和能力的积累，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衡量：（1）最高法院的存续时

间。适应性的基本属性，是一个组织存在得越长久，它继续生存下去的准备就越充分。9也就

是说，最高法院存在的时间越长，其制度化的层次便越高，它的历史越悠久，在未来任何

特定的时间内继续存在下去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尽管也有时候，特殊的经历可能会代替

时间的磨砺，例如激烈的冲突或其它严重的挑战会促使它以超常的速度实现制度化，但总

体而言，最高法院的制度化过程是缓慢的和渐进的，时间仍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2）最高法院的功能调整能力。“一个善于适应环境的变化、几经主要功能的变更而继续生

存的组织，其制度化的程度是较高的，反之其制度化的程度就是较低的。衡量一个高度发展

的组织的真正准绳，不是功能专门化的程度，而是其对功能的适应性。”10因此，制度化要

求最高法院不但作为履行特定功能的组织，而且要求最高法院适时调整功能以适应环境的

变化。例如，最高法院随着一套政制体系而建立的初期，可能它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纠纷，

统一法制和逐步树立司法权威，但是，随着政制体系的完善和社会发展带来的环境变迁，

最高法院可能被要求更多地参与公共决策，规约政治权力行为，实践通过司法的社会治理

这就要求最高法院能够不断积累适应变革的能力和适时调整功能，尤其是，当面临重大考

验时，能否成功地进行功能运转就直接反映了它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它的制度化水平。

（3）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更替问题。“只要一个组织还是由其创设人领导，一种程序还是

由最初的执行人操作，那么它们的适应性就会令人怀疑。隔代的领袖更替比之同代之间的简

单更换领导人更能增进制度的适应性,因为它意味着两种具有不同组织经历的人物之间的更

替。”11在最高法院存续的历史上，如果能够经常地和平解决领导权继承的问题，并实现首

席法官知识和经验的结构性更替，适时引领最高法院适应环境变化的需求，那么，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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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接受环境挑战的可能性就越充分，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最高法院的制度化状况。

2、最高法院的复杂性、稳定性和有效性。

如果说适应性侧重从最高法院功能运转的角度考察它的制度化状况，那么复杂性则主

要从最高法院结构安排的角度进行考察，在这里，复杂性着重关注最高法院组织结构的分

化和多元的属性，当然也关照最高法院功能设计多样性的问题。由于制度化强调一个组织的

整体性能，因此，这种复杂性还应当与其所带来的稳定性、有效性等价值相联系加以综合考

虑，实际上，这是一个关涉最高法院结构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问题，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考

察：（1）最高法院的法庭机构设置。最高法院法庭机构的设置通常不宜过于简单，否则不

但容易导致权力运作的集中倾向和非民主化，也不利于它应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保持功能

发挥的稳定性；但有时候过于复杂也未必好事，毕竟一套良好的最高法院系统还要求运转

的有效性。因此，在法庭设置上，是否在有效满足实际需要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最高法院

的结构合理性就显得相当重要，它影响最高法院的制度化状况。（2）最高法院的人员配置。

为了保障最高法院系统的正常运转及其功能运转的有效性，必须配置足够的人力资源，同

时，这种资源配置还必须符合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因此，在最高法院法官和其他人员设置的

问题上，一方面，需要建构精英型的最高法院法官体系，避免过于繁杂的法官队伍给最高

法院的实际运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需要组织有效保障最高

法院日常运转的司法行政服务体系，尤其是能够为法官决策行为提供支持的法官助理队伍。

在很大意义上，这种人员配置的状况直接关涉最高法院制度化的问题。（3）最高法院的管

辖与调控问题。管辖问题反映最高法院的功能状况，由于具有许多目标的组织较之仅有一项

目标的组织，在失去一项目标之后，其自我调节的能力要强，一个功能较多的机构比一个

较少功能的机构制度化程度要高，12因此，广泛的管辖范围显示最高法院功能的多样性，

并在原则上与最高法院的制度化程度相关。同时，是否能够合理地行使管辖权则反映了最高

法院的调控能力以及功能得到有效发挥的程度，进而体现它的实际的制度化水平。

3、最高法院的自立性、权威性。

自立性包含各种社会力量与政治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权威性则意味着政治组织在这

种相互关系中保持应有的地位。“政治制度化意味着发展适当的政治组织和程序，使之不仅

仅只表达某些特定社会群体的特殊利益。若一个政治组织沦为某个社会群体的工具，它便不

具有自立性，也没有制度化。”13同样，自立而非附属于其他组织和社会力量，具有自身存

在和行为的独立性意义，是衡量最高法院制度化的重要标准。它涉及最高法院内部的和外部

的多种因素和力量关系，可以从七个方面具体衡量：首先，制度化的理念要求最高法院作

为一个自治性组织，建立并保持与其他组织之间的恰当关系，明确无误地运作司法行为，

司法观点不受来自其他政治组织和社会群体的因素所影响，发展并维护应有的司法权威。因

此，最高法院整体的自立性与权威性可以根据它的独立利益和价值有别于立法机构、行政机

构及政党意志的程度来衡量；另外，民众对最高法院信赖的情况，尤其是否将大部分涉及

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问题交由最高法院通过司法的方式来处理，也是评价最高法院制度化

程度的一个重要参量。也就是说，宏观层面上考察最高法院的制度化水平有四个主要参量：

（1）最高法院与立法机关的关系、（2）最高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关系、（3）最高法院与政党

的关系、（4）最高法院受到民众信赖的情况。其次，作为最高法院决策主体的法官，其自立

性状况也是衡量最高法院制度化程度的重要标尺，例如，法官任命程序的合理程度尤其是

否因为任命而使法官的司法观点和行为受到操纵便关系到法官自立性的问题，法官履行职

责的自主程度、法官行为的姿态及其获得保障和受到尊重的状况也都直接影响这种自立性。

为此，微观层面上可从三个主要方面考察最高法院的制度化状况：（1）最高法院法官任命

程序的问题、（2）最高法院法官待遇问题、（3）最高法院法官的形象问题。

4、最高法院的凝聚性、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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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性与协调性强调一个政治组织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文化与价值共同体的机能，表

征为组织对其成员的吸引力、成员对组织的向心力以及成员相互间的亲和力。一个组织形成

共同规范和价值共识的能力越强，规范与价值准则受到信奉和遵循的状况越良好，成员从

组织的共同利益中产生的相互依存性与协调性越强，则该组织的制度化程度就越高。对最高

法院而言，这种凝聚性和协调性越强，则越利于它的制度化发展，对此，可从如下四个方

面大致衡量：（1）最高法院的决策模式。“一定程度的共识，是任何社会群体存在的先决

条件，一个有效的组织，通常要求其成员对其组织功能的范围和解决从这种范围中产生的

纷争的程序，至少应有相当的一致性认识。”14在这里，决策模式直接影响最高法院日常运

转中达成一致性认识和形成共同规范的可能性，进而显示它整体上的凝聚能力与制度化水

平。（2）最高法院的整合能力。通常，最高法院司法的价值中立性使其允许决策意见和文化

的多元存在，然而，意见分歧过多则反映最高法院决策一致性和价值共识的薄弱，特别是

判决中过高的不同意见率容易为外界力量攻击最高法院留下空间。这就要求最高法院具备良

好的整合能力，以遏制损害最高法院文化整体性的越轨行为，增进运作中的协调性和凝聚

性。（3）最高法院法官队伍的稳定性。一般而言，最高法院法官群体稳定而团结是凝聚性强

的表现，同时，这种稳定性还带来决策的有序性与连续性，并有助于打破成员之间的疏离

状态，发展共同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造就最高法院的文化共同体；反之，如果法官队伍

任意变动，最高法院的凝聚性和制度化程度就容易遭到削弱。（4）最高法院遵循先例的情

况。尽管有时候面对环境变迁适时调整价值观而改变决策先例是适应性的要求，但是，在通

常情况下，遵循先例体现最高法院决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体现共同规范与价值准则受到

信奉和遵循的状况，进而显示它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文化和价值共同体的机能，因此也不

失为考察最高法院凝聚性与协调性的一个要素。

在初步解决研究范式的适当性、可行性问题和理论框架的建构之后，鉴于适应性、复杂

性、稳定性、有效性、自立性、权威性、凝聚性、协调性等一系列制度化标准对于最高法院的可

识别性，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精确程度问题，本文将运用于评价最高法院和衡量不同国家

最高法院的制度化水平，并进一步地检验这一研究范式的恰当性。

二

在此，笔者选择了较具代表意义的印度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为考察对象，以期提供

一个研究范例。印度和美国的最高法院，都植根于英美法系的司法文化之中，两国都曾作为

英国殖民地并受到英国制度不同程度的影响，也都在独立之后通过立宪建立了权力分立的

民主政制、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和独立的司法体制，甚至印度的民主政治与法治制度本身也受

到美国的影响，因此，两国最高法院所处在的制度基础具有质方面的一致性，这就为比较

考察两个最高法院提供了平台和可行性。另一方面，印度和美国又分别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

家和发达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法治的发达程度不同，司法传统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运

作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这又为比较考察两个最高法院的制度化程度提供了可能性及空间。本

文将在这一研究范例中运用并进一步阐释最高法院研究的制度化范式。

1、最高法院的存续时间

印度最高法院成立于1950年，存续至今有 54年的历史。当然，它在很多方面延续了原

有法院组织的传统，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至 1862年开始发挥职能的高等法院，也继承了

1937年至 1950年的印度联邦法院诸多制度化的有利因素，例如，行使职权的坚定性，独

立而公正的法官资源等。15印度最高法院成立当时整个司法系统已比较稳固，并从历史上继

承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自主性及诸多良性传统，尽管至今仅有半个世纪的历程，但它已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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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了相当程度的适应能力。

美国也是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之后立宪建立司法制度，并受原有司法文化的影响，但

美国最高法院的成立要早得多。它成立于1789年，经历了杰伊、拉特利奇、埃尔斯沃思、马歇

尔、坦尼、蔡斯、韦特、富勒、怀特、塔夫脱、休斯、斯通、文森、沃伦、伯格、伦奎斯特等时代，至

今已拥有超过两个世纪的 215年历史，其间成功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积累了应对环境变

迁的丰富经验，就此而言，和印度最高法院相比，它继续存在下去的准备要充分得多。

2、最高法院的功能调整能力

美国最高法院履行职能的延续时间比印度最高法院要长一百多年，或多或少地积累了

应对环境变化方面的能力优势，因为，“同功能年龄较年轻的组织相比，较老的组织通常

更容易抵制社会结构和任务结构的变化。”16一般而言，成功地适应了一次环境的挑战，就

可以为成功地迎接后来的挑战奠定基础。然而，当一个组织在一段时期内已形成一套有效地

处理某类问题的反映模式，一旦面临需要以不同方式处理的完全不同类型的问题时，如果

未能适时进行功能调整，即便是功能年龄较老的组织也可能成为其昔日成就的牺牲品。因此，

积极调整功能以应对环境的某些变化，对所有组织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最高法院也当如

此。这就需要考察动态意义上印度和美国最高法院的功能调整能力。

事实上，印度和美国最高法院都不同程度地经受了环境变化的考验。在印度，最高法

院成功经历了独立后的政治重建时期、1973年和1977年的“接替事件”、1975年至1977年

威胁最高法院自立性的“独裁规则时期”、1977年至1981年旨在减少最高法院权力的“紧

急时期制度威胁条例”事件、20世纪 90年代的政治民主化浪潮、数十条约束最高法院的修

正案、不同政党执政的政策变化等各种各样的挑战，表现出较好的功能调整能力。例如，

1977年选举中上台的甘地夫人政权颁布第 42宪法修正案，以此赋予国会修改宪法的无限

权力并否定最高法院对修正案的司法审查权，对此，最高法院通过 1981年的 Minerva 

Mills判决宣布了它的违宪性，坚决捍卫最高法院司法审查的宪法原则，显示了应对环境

挑战的能力。17同样，美国最高法院在经历早期宪政时期、内战时期的宪政变化、宪政重建的

时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罗斯福新政时期、民权运动与宪政革命时期、冷战与总统宪政

时期等环境变化的考验中显示了良好的功能调整能力。诸如 1803年开创司法审查先例的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1868年弹劾总统的“约翰逊弹劾案”、1935年宣布全国工业复兴法

违宪的“谢克特家禽公司诉美国案”、2000年处理总统大选问题的“布什诉戈尔案”等，

美国最高法院以自身在功能调整方面的制度化优势显示了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

当然，面对复杂的环境变化，美国和印度最高法院也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重大挑战。

印度最高法院面临的较大挑战当属积案问题。据统计，1960年最高法院就有未决案件 2319 

件，1970 年达到 7104件，1976 年为 14109件，1978 年为 23092件，1986 年为 140402件，

1989年增加到 199138件。在1988年 5月，最高法院已有多达3811个未决案件拖延了10年

以上。与此同时，向最高法院起诉的案件却在不断上升，仅在 1985年就有 42000件，最高

法院近 40%的时间用于判决终审案件，剩下60%时间用于接受或拒绝新的诉讼。18至今，积案

问题尽管有所减缓，但仍经常困扰着印度最高法院，并对最高法院的社会纠纷解决功能及

其机制提出挑战。在美国，最高法院面临的较大责难则是司法的功能界限问题。早在1825年

“伊金诉罗布”一案中，大法官吉布森就反省了这一问题：“最高法院的权力是指它的那

些通常的、适度的权力，这些权力构成司法权的根本……最高法院未必获得那些通常的、适

度的权力以外的权力。”19针对 1898年“霍尔登诉哈迪案”，最高法院就被指责“建立了一

种变相的司法部门立法权，即最高法院解释立法部门制定的法律的合理性的权力” 20；针

对 2000年“布什诉戈尔案”，最高法院也遭到“联邦最高法院劫持了总统大选”这样的诘

难，“这五位大法官用他们自己的政治判断来替代人民的政治判断的毫无先例的裁决可能

会破坏联邦最高法院世世代代努力创造所形成的道德权威”21。可以说，司法的功能界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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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美国最高法院面对环境变迁不得不经常予以考量的问题，它常常会为最高法院带来这

样或那样的责难。不过，善于反省和一定程度的自我克制，又为最高法院赢得进行自身功能

调整的空间。例如，在 1911年“标准石油公司诉美国案”中，大法官哈伦就指出：“最高

法院的功能是宣判法律，而非以司法方式来立法”；22在1936年“美国诉巴特勒案”中，

大法官斯通也提出：“最高法院不能自以为是惟一拥有管理政府权力的机构，最高法院必

须要对自己运用的权力有所钳制，唯一的钳制就是自我节制的感觉。”23

3、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更替问题

印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更替频繁，仅在成立后的 30年就更换了15任，20世纪 80年代

初任职的 Y.V.Chandrachud是第 16任，1998年上任的 M.M.Punchhi已经是第 28任。本来，

首席法官的频繁更替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最高法院实现知识与经验的更新，但是，由于这种

频繁更替很大程度上是印度最高法院法官 65岁强制退休制度与最年长的其他法官自动填补

首席法官空缺的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24，从1951年至 70年代前半期，几乎形成了由最高法

院法官中资历最深的人担任首席法官的惯例25，这导致最高法院虽然经常更换领导人却未

能实现领导权代序的实质性改变及其知识和经验的有效更新。“就构造性经验而言，印度最

高法院的领导们惊人地相似：没有一位首席法官在公共生活中除高级法院律师和法官以外

的值得一提的经历，最初的和后来任职的首席法官在社会经验方面十分相似。”26这样，在

最高法院的前任领袖与后继领导人物之间产生一种紧张关系，后继者极容易在前者的阴影

下简单地重复着前者的轨迹，不利于后继者领导最高法院接受新环境的挑战和发展最高法

院的适应能力。当然，印度也发生过反映最高法院领导权与旧有传统产生重大决裂的1973

年“接替事件”，总统打破任命资历最深的法官为首席法官的惯例，新上任的首席法官

Mohan Kumaramangalam具有长期任职高级法院、最高法院、律师、共产党领导决策者的经历，

他的观点与法官同僚们产生激烈碰撞，其任命标志最高法院发生代序更替，而渡过该“继

任危机”的最高法院也因此显示了制度化程度增进的迹象。不过，这在司法界甚至政治界掀

起了轩然大波，本来有机会入选的资深法官甚至以辞职表示抗议，1977年人民党政府又恢

复了任命资格最老的法官为首席法官的惯例，最高法院通过首席法官的更替有效增进制度

化的可能性再次遭到削减。27

相比之下，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更替并不频繁，同样在成立后的 30年间仅更换了

5任首席大法官，成立至今两百余年也没有更替超过 20任，其中包括了任职期限较长的约

翰·马歇尔、罗杰·布鲁克·坦尼和梅尔维尔·维斯顿·富勒。28但就知识与经验的实质性

更新而言，美国最高法院却表现得尤为显著。诸如开创司法审查时代的约翰·马歇尔、开辟

重视被告人权利保护时代的厄尔·沃伦等，首席大法官们大都很有领导才能，常有大手笔

的杰作，许多划时代的案件出自他们之手，以致有学者称“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其实就是

一部各位首席大法官的历史”29。以运作政策为例，1946 年至 1953年任职的弗雷德·穆

尔·文森在政教、行政权等问题上秉持司法保守主义；1953年至1969年任职的厄尔·沃伦

却扮演了从保守到激进的角色，如关于被告人权利保护的“马普诉俄亥俄州案”、关于言论

与出版自由的“纽约时报公司诉苏利文案”、关于种族问题的“布朗诉托贝卡教育委员会

案”、关于投票权问题的“斯密斯诉澳拉瑞特案”，充分展示了沃伦时代最高法院的司法能

动主义姿态；1969年至 1986年任职的沃伦·厄尔·伯格在这些问题上则又践行了司法保

守主义；仅在这 40年间，最高法院在运作政策方面就发生了重大变迁，这与最高法院领导

权的构造性更替和首席大法官知识与经验的有效更新有关，这种有效更新也使得美国最高

法院比之印度更有可能随之适应性的增强而增进制度化。

4、最高法院的法庭机构设置

印度最高法院根据案件类型、管辖区域、司法习惯或具体需要等特定标准设置若干审判

庭，分别行使审判职权，开始通常由分别处理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和宪法性案件的3个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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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发挥作用，后来甚至设置了 5到 7个法庭。这是一种强调组织内部单位的分化的分庭制，

其优点在于通过法院内部机构的划分，使案件分流从而在整体上减轻法院的工作负担，并

且，通过依案件性质对案件分流以强化司法的专门化程度，抛开实际运作效果不考虑，这

种机构设置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结构合理性。

美国最高法院则设置了由全体大法官组成的“一个合议庭”30。它是一种强调成员对组

织及其程序的参与的全庭制，这种机构设置模式丧失一定程度的分化，但优点在于可能集

中全部力量有效解决某些案件问题，避免机构设置过于繁杂所带来的司法资源浪费和日常

运转中协调性低下，并可能保持系统结构的稳定性。

5、最高法院的人员配置

印度最高法院开始发挥职能时有 8名法官，由于宪法规定议会可以通过法案增加最高

法院法官人数，鉴于日益繁重的任务，最高法院法官人数也在不断增加，1956年增至 11

名，1960年增至 14名，1978年增至 18名，不到 30年时间，法官人数增加了一倍多，最

高法院全体员工也从 79名增加到 1977年的 582名，1986年法官人数再次增加至 26名。然

而，印度最高法院法官们并不享有美国意义上的研究人员和法律助手，根据 Dhavan在 20

世纪 70年代的调查，当时最高法院的雇员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真正帮助法官处理诉讼或准

备审判，甚至图书馆人员也不具备研究能力。31这不得不造成有效性的缺乏，人员不断增加

的事实仍然难以适应案件快速增长的需求，直到 1988年 4月，最高法院法官仍然缺编 9名。
32

在美国，最高法院成立时任命了 6名大法官，1801年大法官人数变为 5名，1802年又

为 6名，1803年增至 9名，1807年变为 7名，1834 年再次增至 9名，1863年曾增加到 10

名，1866年又变为 7名，1869年国会通过法令规定最高法院由 1名首席大法官和 8名大法

官组成，时至今日，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仍然固定为 9位。33同时，美国最高法院相关司法

行政服务人员约百余人，分别担任法律助理、技术助理、法律研究、计划、教育培训、人事管理、

会计、统计、数据库等工作，以保障法院系统的正常运转，自20世纪 30年代开始，最高法

院大法官每人就拥有法官助理 1名，1947年增加至2名，1970年便增至3名，至今每位大

法官通常可以拥有 3至 4名法官助理，这些助理具有较高的知识和专业能力，往往是来自

各个方面的专家，他们在实践中为大法官高效发挥职能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持，显示了美国

最高法院在人员配置方面的有效性。34

6、最高法院的管辖与调控问题

印度最高法院拥有包括司法审查权在内的广泛的管辖权：对印度政府与邦之间以及邦

与邦之间的争执享有初审管辖权；对所有涉及解释宪法条款的案件享有上诉管辖权，对涉

及重要法律的民事案件及某些重大刑事案件享有上诉管辖权，还可以对印度任何法院对任

何案件所作的判决、宣告、决定、定罪或命令提出的上诉酌情特准受理；它甚至享有总统咨询

管辖权，即当总统认为出现或即将出现某一法律问题或实际问题，而该问题就性质与对公

众的重要性而言，必须征询最高法院的意见时，或者联邦政府与邦政府之间、邦政府与邦政

府之间发生的某些不属于最高法院单独享有的初审管辖权的争议，总统认为必须征询最高

法院意见时，最高法院可以进行适当听讯之后将意见报告总统。35就该总统咨询管辖权而言，

最高法院对总统的要求可以发表意见，也可以不发表明确看法，特别是那些纯粹社会经济

或政治性质的事宜，但事实上最高法院几乎都履行了这一权能，如 1957年的格拉拉邦教育

方案、1960年的贝鲁巴里和交换飞地问题、1963年的海关法令、1965年的邦议会权力及特权

的免除法令、1974年的总统选举法令、1978年的特别法院法案、1982年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重

新安置法案等。36可见，印度最高法院是一个多功能的机构，功能的多样性可以增进它的制

度化发展。当然，其目的的多样性也带来了诸如工作积压等务须解决的连带问题，“印度最

高法院囊括广泛的管辖权并固守旧有的运转机制，又未能针对诉讼的大量涌现及时做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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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调整和进行制度改革”37，如前所述，它在案件积压问题上显示的却是调控能力的薄弱，

这又减损了它的制度化水平。

美国最高法院对涉及大使、其他使节和领事及一州为一方当事人的一切案件享有初审

管辖权，并享有广泛的上诉管辖范围：由于宪法、合众国法律和根据合众国权力已缔结或将

缔结的条约而产生的一切法律的和衡平法的案件；涉及大使、其他使节和领事的一切案件；

关于海事法和海事管辖权的一切案件；合众国为一方当事人的诉讼；两个或两个以上州之

间的诉讼；不同州公民之间的诉讼；同州公民之间对不同州让与土地的所有权的诉讼；一

州或其他公民同外国或外国公民之间的诉讼。38同时，尽管宪法并无明确规定，但最高法院

实际上还享有相当显著的司法审查权。在实际运作中，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案

件筛选机制和案件处理程序，使其能够很好地进行调控。据统计，最高法院在 1953年院期

收到 1302 个申诉，复审 115个案件；1963年院期收到 2294个申诉，复审 142 个案件；

1973年院期收到 3943个申诉，复审 142个案件；1983年院期收到 4201个申诉，复审180

个案件。3940年间申诉案件增加3倍左右，而经筛选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却基本没有增

加，最高法院通过案件选择机制滤掉了大部分案件不予复审，而案件审理程序则极力彰显

所选择案件的审判价值。这表明，尽管在管辖范围上同样显示了功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

在实际的调控能力上，美国最高法院较之印度要更加具有稳定性和有效性方面的制度化优

势。

7、最高法院与立法机关的关系

在印度，从制宪会议开始，最高法院的自立性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它与议会的关系

问题。宪法设计了最高法院与议会分权而有限制衡的关系模式，最高法院法官人数、年龄、薪

俸、法官行为失检或不适任的调查与证实程序等都由议会通过法令加以设定，议会甚至可以

通过法律授权最高法院扩大司法管辖权，最高法院则享有审查议会立法合宪性的司法审查

权。40在实践中，起初最高法院并没有对议会依照程序删减基本权利条款这样的行为提出过

异议，直到 1967年戈拉克纳特案的审理中最高法院才指出：基本权利与生俱来不可侵犯，

宪法没有创造而只是表达了这些权利，因此，议会无权删节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条款。此后，

最高法院与议会之间不时发生摩擦，最高法院多次否定议会的法案，议会却多次通过宪法

修正案来抵消最高法院裁决所带来的影响。然而，1973年最高法院却推翻了自身在戈拉克

纳特案中的裁决，承认议会有权修改宪法，并在不改变宪法基本结构的前提下修改基本权

利条款；1976年，在紧急状态下通过的宪法第 42修正案进一步提高了议会的权力，明确

宣布最高法院对宪法的任何修订都不得提出质疑，最高法院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1977年

人民党执政后通过的宪法第 43修正案才恢复了最高法院对议会立法的司法审查权。总的来

说，最高法院与议会之间的关系运作并没有经常性地给予最高法院的自立性带来足够的支

持。

在美国，制宪会议同样意识到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的危险性以及立法权对司法权

可能带来的侵犯，因而宪法确立了最高法院与国会分权而制衡的关系模式，并在实质上种

下了最高法院司法审查的“种子”。1803年，最高法院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开创审

查国会立法合宪性的先例，在此后两个世纪的历程中，被宣告违宪的国会立法达 110多项，

最高法院通过司法审查、司法决策等形式对国会权力形成有效制衡。1934年，国会授权最高

法院制定诉讼程序规则，并建立“美国法院行政管理局”，增进了最高法院对司法业务和

司法行政管理事务的自治，使其作为一个自立性组织的现代司法机构逐渐走向了制度化。当

然，宪法通过授予国会立法或提出宪法修正案的权力也使国会掌握了惩戒最高法院的潜在

力量。例如，国会曾增加或减少过大法官的名额；有一次，正当法官们在实际审理一个案件

时，国会通过法令撤销了最高法院对此案的司法权；宪法第十六修正案也是国会建议国家

颁布宪法修正案来推翻最高法院裁决的例子。不过，国会对最高法院的大部分攻击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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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些攻击只差一点才没有成功，如国会曾采取提出法案或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企图规定

最高法院的法官以三分之二多数或另一种更高比例的多数才能宣布国会立法违宪。41

8、最高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在印度，最高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主要牵涉到行政通过各种手段对司法的干预。例

如，曾有一位最高法院法官在审理关于总理选举案时就收到恐吓，说如果做出对总理不利

的判决，他和夫人的生命将受到威胁；而另一位最高法院法官正是因为支持 1975年 6月开

始实施的紧急状态而被优先破格提拔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42当然，在处理与行政机关之

间关系的问题上，最高法院自身也是存在问题的。“指责最高法院拒绝发展‘政治问题原

则’是恰当的，在世界范围的最高审判机关中，印度最高法院在乐于对政府行为找错修正

方面是首屈一指的，最高法院几乎总是乐于插手政治性轰动事件，它避免有争议的宪法问

题的努力少之又少。该原则的缺失将导致最高法院自治性的界限显得模糊，引起的制度矛盾

可能最终使印度民主更加困难和持久，而在短时期内，它不时威胁最高法院的自立性。因此，

最高法院应及时制定处理宪法问题的程序，并发展政治问题原则，这将弥补最高法院与政

府机构关系不稳定的部分，最终使最高法院自立性更具有制度化意义。”43同其他政治组织

一样，最高法院也是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之中建立起自身独立的利益和价值的，同时，

为了保持这种自立性，最高法院还应该与其他领域保持一种相异性和距离感。应当说，印度

最高法院从社会力量的相互竞争中获取自立性资源是值得肯定的，如 2003年 3月最高法院

对宗教圣地阿约提亚庙寺之争的裁决就获得了印度行政机关的支持 44；但同时，它却没有

很好地控制与其他领域之间的必要距离，没能为自身作为一个自立性组织赢得更多的制度

化优势。

在美国，制度化的理念使制宪者们十分注重处理各种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最高

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司法部门为实施其判断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故应要求使它

能以自保，免受行政部门的侵犯。45实际运作中，最高法院确实树立了控制政府各部门的某

种形式的最高司法权，但是，并不意味着最高法院完全不受这些政府部门的约束。安德鲁·

杰克逊有句名言，“约翰·马歇尔已经作了裁决，现在让他去执行”，显然，1958年如果

艾森豪威尔没有派联邦军队去小石城，小石城的学校也不会依据最高法院 1954年的裁决而

废除种族隔离制度。46最高法院有时甚至受到行政部门的主动侵犯，新政时期总统罗斯福改

组最高法院之争便是一个例子。当然，美国最高法院在实践中坚持明确的司法规则并保持司

法观点和行为的独立性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在 1952年激起关于总统权力的宪法问题之论

争的“钢铁企业收归国有案”中，最高法院就裁决“总统企图在没有法定权力的情况下把

钢铁厂收归国有，已经超越了它的宪法权限；总统无权制定法律，因为宪法规定只有国会

才拥有这种职能”，从而“在危机时期重申了美国政府权力是有限度的，也重申了最高法

院有权限制总统的权力”。47事实表明，越是坚持明确的司法规则和独立的司法观点，最高

法院的自立性就越得到增进，而能否很好地建立并保持与其他组织之间的界限，将自身权

力界定在一个适当的限度上，也直接关系最高法院能否为自身获得更多的支持。在这方面，

早在成立初期，最高法院就曾拒绝向华盛顿总统就涉及外交事务的问题提供咨询意见，认

为“那样做是不适宜的，且与分权与制衡原则相悖，司法权应局限于司法活动” 48；最高

法院在后来的实践中又积极发展了一套判断某一案件是否因其涉及不可裁判的政治问题而

应驳回的方法49，使其在实践中处理自身与行政机关之间关系的行为更加趋于制度化。

9、最高法院与政党的关系

在印度，最高法院的运作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党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或者是外在地施

加各种压力，在具体的事件中给予最高法院的司法行为和观点带来干扰，例如，针对近日

最高法院维持阿约提亚现状的裁决，就有反对党和个别执政党领导表示不满50；或者是通

过内在的程序将政党利益和权力因素渗透到最高法院的日常运转之中，例如，在甘地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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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时期，就试图通过任命代表亲政府党派利益的最高法院法官，从而增加政党领导权同

化最高法院并使之成为其囊中之物的机会51。当然，总体来看，印度最高法院并没有在政党

派性的干扰之中丧失司法应有的中立性和自立性。

美国最高法院同样受到来自政党方面的攻击。例如，最高法院成立初期，杰斐逊派攻

击最高法院大权独揽；南北战争以后，激进的共和党人希望限制最高法院的权力；十九世

纪后半期，进步党人攻击最高法院支持工商业势力。另一方面，任命代表自身党派利益的大

法官也是美国政党影响最高法院的主要形式。应当说，最高法院受政党因素的影响是难以避

免的，问题在于，这种影响是否通过高度制度化的常规程序来实现，以及最高法院在抵制

这种影响时是否拥有较大的自主性。根据维尔的观察，在美国，总统在提名任命最高法院大

法官时常常会考虑自己的党派利益，被任命到最高法院任职的大法官中大部分是总统所属

政党的支持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官们就一定从狭隘的党派观念出发，在做出决定时完

全受政治关系的支配，维尔援引了斯图尔特·S·内格尔对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政党背景与

他们在十五个不同案件中所作判决之间关系的研究和格伦敦·A·舒伯特对美国最高法院中

集团的组成与改组情况的研究，进而得出结论：“法官们与党派的政治联系看来同美国最

高法院总的表决情况无关”。52

10、最高法院受到民众信赖的情况

在印度，近年来，民众对最高法院的信赖程度大大提升，多数涉及民众公共生活的纠

纷最终都交由最高法院处理。例如，2003年9月 10日，针对印度政府启动为期 10年将境内

37条河流通过运河联成网络进行水量统一调配的计划，下游邻国孟加拉国一些社会团体便

以该项工程势必对其产生巨大影响为由提请印度最高法院对该项“河流联网”工程进行司

法评估。53也是在2003年9月，印度最高法院发布了一项阻止政府未经议会批准对国内最大

两家石油公司实行私有化的命令。54又如，2004年 2月 10日，为了防止灯节期间爆竹噪音

给民众生活带来不便，印度最高法院要求环保机关加强管制爆竹噪音。55也是在2004年 2月，

印度工商管理学院的学生们以减低学费可能影响教学质量为由举行罢课示威要求政府取消

把全国 6所重点工商学院的学费减低80%的决定，并将此事提交由最高法院来处理。56种种

事实表明，印度最高法院已逐渐地在印度社会的治理和民众的公共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它在民众心目中的权威性也日益提升。

在美国，最高法院受到信赖的程度更是毋庸置疑。“在一些国家，许多案件是永远到

不了法官面前的，例如，学校在一天的开始是否应该做祷告诵读圣经，黑人是否享有平等

的公共乘车权，以及科罗拉多河水量分配比例的问题。然而，在美国，业已形成如此特别的

习惯，那就是把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关键方面甚至哲学的问题都变成了法律问题，通过

诉讼形式加以平等解决，这使得法院尤其最高法院常常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中来。”57事实上，

每每在涉及国家权威、宪法权威、联邦主义、法治主义、人权保障、正当程序、契约自由、言论自

由、宗教自由、平等问题、奴隶问题、种族问题、贸易问题等影响公民公共生活的宏观问题上，

以及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细微问题上，最高法院总能以自主的姿态作出公正的判断。58近年

来，最高法院在宣告应由陪审团而不是法官来判处犯人死刑59、重申米兰达规则60、保护同性

恋者隐私权61等问题上表现了它在美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及其良好的制度化运

作所带来的民众认同感。

11、最高法院法官任命程序的问题

在印度，宪法建构者们将法官任命视为可能影响最高法院自立性的一个重要程序，立

宪会议的相当时间都用于讨论如何寻求摆脱政治控制和最大限度保障法院自立性的法官任

命策略，结果是由总统在征询首席法官的意见之后任命最高法院法官。 62根据 Gadbois和

Nayar的考察，从1950年至 70年代，有17名法官被任命至最高法院，他们确实都经过首

席法官提名并推选，体现了最高法院在选择自身法官方面的自主性；然而到了 20世纪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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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首席法官这一权限便被政治部门所侵蚀，首席法官的意见有时得不到尊重。63例如，

1971年担任司法大臣的 H.R.Gokhale便开始采取不为人知晓的法官任命办法，甚至试图说

服首席法官推荐政府的提名人选；总统曾不顾当时首席法官 S.M.锡克里的反对，任命 V.R.

伊耶尔为最高法院法官；1978年开始担任首席法官的 Y.V.Chandrachurd就抵制过政府的

法官提名，有时成功有时失败。64P.Sharan也观察到，最高法院法官任命程序常常演化为由

政府内政部推荐候选人，按照总理建议进行任命的做法，实际上的任命程序难以保证最高

法院的独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65

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根据维尔的考察，历届总统

在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时，都要考虑被提名者对总统所赞成的政策的态度，并且几乎不可

避免地要受到这种考虑的影响。例如，1937年以后罗斯福总统任命的大法官便在很大程度

上改变了最高法院的性质。同时，参议院否决大法官候选人的权力也不容轻视，最突出的例

子发生在1968年，参议院迫使约翰逊总统撤回了让阿贝·福塔斯担任首席大法官的提名。66

可见，最高法院法官任命程序中的各种因素的确会给最高法院的自立性带来影响，这在美

国同样难以避免。当然，也不应当过高地估计法官任命程序对司法判决过程的影响，大法官

在获得任命之后决不是总统的傀儡，事实上，美国政治史上一些十分重大的决定不是由总

统或国会而是由最高法院自主作出的。

12、最高法院法官待遇问题

印度在最高法院法官待遇方面并不能对其自立性给予多大的支持。根据印度宪法，最

高法院法官享有的薪俸、津贴与年金方面的权利由议会制定法律加以保障，并不得作对其不

利的变更。然而，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起初的月薪为 5000卢比，其他法官仅有 4000卢比，远

低于总统10000卢比和邦长5500卢比的薪俸水平，更不能和英美发达国家相比，这一水平

直至1986年之前仍没有增长，而同一时期生活费用指数却已增长了 5倍多，此时高级律师

一天的收入大约相当于最高法院法官一个月的报酬，以致有成就的律师都不愿被任命担任

法官职务。诚如汉密尔顿所言，最有助于维护法官独立者，除使法官职务固定外，莫过于使

其薪俸固定，如合格之人常不愿放弃收入甚丰的职务就任法官而造成较不合格之人充任的

趋向，便会对有效而庄严的司法工作造成危害，这种危害显然不仅仅是法官自立性的问题 。
67早在1958年就有许多法官提出加薪要求，1986年印度政府才决定把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

月薪增加至10000卢比，其他法官的月薪增至 9000卢比，并相应提高津贴和年金，情况才

渐渐改善。68

在这方面，美国最高法院显得较有优势。美国宪法同样对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待遇予以

充分的和不得减少的保障，而事实上的这种保障很大程度就避免了最高法院大法官“生活

被控制因而意志也被控制”和最高法院“财源在立法机关的不时施舍之下永远无法实现司

法权与立法权的分立”这样的危害。691800年，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薪水为 3500美元，1819

年增加到 4500美元，1855 年增至 6000美元，1871年增至 8000美元，1873年便增加到

10000美元，1903年为12500美元，1911年为14500美元，1926年为20000美元，1946年

为25000美元，1955年增至35000美元。二十世纪 60年代以后，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薪水几

乎每年都有提高，1964 年为 39500美元，1969 年达到 60000美元，1975 年为 63000美元，

1976年为 66000美元，1977年为 72000美元，1978年为 76000美元，1979年为 81300美元，

1980 年为 88700美元，1981年为 93000美元，1982年为 96700美元，1984 年就增加到了

100600 美元，1985 年为 104100 美元，1987 年为 107200 美元，1988 年为 110000 美元，

1991年激增至153600美元，1992年为159000美元，1993年之后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薪水更

是高达164100美元，首席大法官则达到 171500美元。70这为美国最高法院及其法官们的自

立性提供了相当充分的支持。

13、最高法院法官的形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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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最高法院法官们的良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为最高法院赢得了自立性和权威性。

“印度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总体上显示出高水平的忠诚与正直，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中，法官

们没有放弃自己的制度化特色，腐败现象的缺乏是最高法院具备自立性的有力说

明。”711968年议会曾通过法官审查法令，建立专门的委员会审查最高法院法官行为失检或

不适任的情况，但是，根据 J.R.Siwach的考察，从法令生效甚至从宪法生效至 20世纪 90

年代，虽然曾有过许多议员试图对某些法官进行弹劾，但还没有任何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

依照上述程序受到指控。72印度最高法院法官没有屈从于腐败的事实，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最

高法院主动将自身法官行为放置于特定制度化预期的框架之中，这不但使法官们赢得良好

的形象，也反过来促进了法官们抵御外在因素干扰的能力。例如，针对 2004年 1月“金钱

换逮捕令”事件中地区法院法官博特的失检行为，首席法官克雷便引以对法官们提出警惕

坚决防止可能严重影响最高法院法官形象的行为出现。73

美国最高法院同样不乏崇高的大法官形象。美国大法官的职务是终身的，以法官为中

心的职业化传统使他们成为法律界最优秀的分子，盛誉远扬的大法官精英比比皆是，如创

立违宪审查制的约翰·马歇尔、倡导少数意见的威廉·詹森、致力于黑人平等的约翰·M·哈

伦、被誉为“美国良知的象征”的霍姆斯、被推崇为注释法学泰斗的本杰明·N·卡多佐、被

尊奉为“民众的法学家”的路易斯·D·布兰代斯、为司法注入新生命的厄尔·沃伦、被奉为

“法秩序的守护神”的沃伦·E·伯格、被敬奉为“自由之神”的威廉·道格拉斯，“毋庸

置疑，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这块土地上最令人崇敬的法官”74，他们的司法行为与观

点被冠以了充分的权威性并广为支持。

14、最高法院的决策模式

印度最高法院日常的司法运作采取分庭制的决策模式，通常十多名法官分派到若干独

立审判庭分别审理案件，全体法官几乎不坐在一起共同决策。这是一种强调决策分工的“分

配决策”模式，可以带来决策分工的有效性，但也容易造成最高法院的分而治之，引发多

元的决策系统之间难以协调的问题。根据 Bhagwati的考察，印度最高法院作出的判决中，

几乎 90%实际上都是由 2到 5名法官作出的，诸如“银行国有化案”、“王室财产案”、

“Golak Nath案”和“Kesavananda案”等由全体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共同作出的案件为数

并不多，由于四分五裂的法庭组织，最高法院事实上正在丧失它的整体性与协调性，难以

识别最高法院的前进方向，因为有时它朝一个方向运动，有时又朝另一个方向运动。75

美国最高法院则采取全庭制的决策模式，通常九位大法官共同审理一个案件并做出判

决，并且至少要有六位大法官参与案件决策才具有法律上的有效性，这则是一种强调决策

合作的“参与决策”模式。尽管美国最高法院常常公布有大法官之间的不一致意见，甚至在

最高法院判例史上几乎绝大多数案件都会有个别法官的反对意见，但它几乎总是由全体大

法官们共同在作出决策，特别强调了决策主体对于决策过程的参与性以及最高法院决策的

整体性，因而可能增进日常运作中的凝聚性。

15、最高法院的整合能力

在达成共识的能力方面，理论上，一个有着不同意见的判决比一致意见通过的判决更

容易遭到攻击，然而，要求所有情况下所有法官意见完全一致显然不太可能，适当的分歧

是可以允许的，但当这种分歧可能严重破坏凝聚性时，就对最高法院的整合能力提出了考

验。在印度，最高法院的判决中显示了相当高的一致意见率，根据 Gadbois的观察，以

1951年至1970年为例，好几千判决中约 92%都是一致意见通过的，1970年至1980年间，

不同意见率更是下降到 2%。当然，意见分歧也是某些重要案件中常有的，例如，著名的

“Golak Nath案”和“Kesavananda案”的判决便分别是以 6比 5和 7比 6的微弱优势决定

的，这种分歧就为外界力量挑战最高法院的凝聚力留下了空间，这两个判决本身也确实遭

到了各种批评；在两次“接替事件”期间，印度最高法院便因其在整合分歧意见方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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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乏而被评论为“几乎不是制度化意义上的法院，而成了法官个人意义上的集会场所” 。
76

相比之下，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一致意见率远远没有印度高，例如 1966 年的“米兰

达”判决、2000年“布什诉戈尔案”的判决、近来关于允许学校在招生中采取“平权措施”

的裁决便都是以 5比 4的微弱优势通过的，而且，诸如此类的最高法院判决比比皆是。事实

上，美国最高法院大多数案件的判决都不是以一致意见通过的，这使它的整合功能受到重

大挑战。当最高法院以法官意见分歧较大的判决结束 2000年总统大选时，“无数的美国人

对此深感困惑，愤怒不已”，就连布什的首席律师詹姆斯·贝克也发表看法称“最高法院

决定大选结果的那一天，对美国及其宪法而言是一个不幸的日子”；77但不管如何，最终

的事实是戈尔和全美人民都尊重了最高法院的判决，诚如《纽约时代周刊》对此评论的，

“对司法部门裁判的尊重是美国法治的基础，尽管我们可能并不赞成其结果，这是美国成

功的秘密所在”78。透过这个案例可以看出，最高法院对分歧意见的整合能力其实是最高法

院长久以来积累的一种综合能力，这种能力和它在整个国家与社会中所树立起来的司法权

威度有关。

16、最高法院法官队伍的稳定性

在印度，最高法院法官队伍的稳定性较弱。以成立后的 30年为例，任职于最高法院的

法官，从 1950 年到 1956 年有 8 名，1956 到 1960 年有 11 名，1960 到 1978 年有 14名，

1978年到 1980年有18名，法官的更换和流动相当快。79这种法官队伍稳定性的缺乏不可避

免地影响最高法院决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相当高的法官增长率和流动率也可能增加新群体

冲击最高法院以及其他政治组织同化最高法院的机会，威胁最高法院的自立性和整体的凝

聚感。

相比之下，美国最高法院在成立后的 30年间仅有 20名大法官任职，至今 215年任职

的大法官总共也只有108人，每人平均任期长达18年以上，甚至有12位任职超过30年。80

在过去的 42任总统中，平均每任只能有 2.5个机会来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包括卡特在内

的４任总统在职期间甚至因为没有大法官职位空缺而没有行使过任命权，尽管罗斯福新政

时期总统试图将大法官人数改组为 15名，其用意正在于增加任命代表自身政派利益的新法

官群体以冲击和同化最高法院，但终究无法改变最高法院由9名大法官组成的事实。大法官

队伍的稳定性使得美国最高法院能够汇聚一群经验丰富的法官精英，并可能增进最高法院

的凝聚能力以及决策的连续性，如现任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已在大法官岗位上度过了 32个

春秋，任职首席大法官也有 18年，仍能忘我地坚持工作，并在 2000年主笔起草了“布什

诉戈尔”一案的判决书。

17、最高法院遵循先例的情况

印度和美国最高法院都具有遵循先例的原则与传统。但在实践中，根据 Dhavan和

Abraham的统计，从 1950 年到 1975 年，印度最高法院便自我否定了 60 次；从 1937 年到

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共推翻了 87个先例。81这些数据当然和最高法院在特定历史时期对

具体问题所抱持的态度有关，然而，频繁的立场变更与自我否定无益于最高法院保持决策

稳定和培养凝聚感，而且，自我否定对年轻组织比成熟组织更可能削弱制度化水平。例如，

印度最高法院在 1967年至1973年之间过于频繁的自我否定便为政治因素威胁最高法院自

立性提供了“弹药”，1970年，当最高法院在“银行国有化案”和“王室财产案”判决中

推翻先例时，政治攻击便随之升温，1973年在“Kesavananda案”中推翻了“Golak Nath

案”的判决先例，最高法院又立即遭遇了被视为最致命的针对其自立性的政治侵犯。82显然，

司法判决过程是一个意蕴丰富的集体决策过程，遵循先例和维护共识的态度有利于最高法

院凝聚性的培养。一个例子是，根据格伦敦·A·舒伯特的考察，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们在对

某一问题的看法同他们所尊重的遵守先例的司法行为准则之间发生矛盾时会受到一种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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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一些法官尽管他们原先并不支持这些先例判决，却仍然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受到希望

尊重先期判决的影响。83当然，通过捍卫一个组织决策的一致性来赢得凝聚力也并非意味着

全然盲从先例，毕竟，随着环境的变迁，在某一问题上适时恰当地调整观点，也是适应性

和协调性的要求。美国宪政史上影响深远的 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便是一

个推翻先例的例子，首席大法官沃伦大胆地反思了从历史中寻找根据来证明的做法，认识

到“必须将公共教育放在其全面发展和其目前在美国生活中的地位的背景下来思考”，引

导最高法院运用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正确面对种族隔离教育对黑人学生甚至美国未来造成

的负面影响，从而推翻维持已久的“隔离但平等”的先例原则，“这使最高法院赢得了黑

人和大多数美国人的尊重，至少使他们相信最高法院在社会改革中的某些关头是可以扮演

一个正面的推动者的角色的”，反而增进了最高法院在民众心目中的凝聚性与自立性形象 。
84从这个角度观察，衡量最高法院制度化的各个标准之间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综合体系。

    

三

通过前文考察可以发现，印度和美国最高法院的制度化水平都并非十全十美或者全然

不是，总体上，两者都已具备相当程度的制度化水平，然而在不同的制度化衡量标准上又

显示了各自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比较而言，在横向意义上，美国最高法院整体的制度化程

度要较之印度显著；然而，在纵向意义上，美国和印度的最高法院总体上却都显示了逐渐

地走向制度化的发展趋向，尽管制度化的进路可能是曲折的和缓慢的。总的来讲，两个最高

法院呈现“不同的制度化程度”和“共同的制度化趋向”。这表明，制度化是最高法院发展

的一个方向，同时，最高法院的制度化进程又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而呈现具体特征。当然，

这一结论还跟研究范式有关。为此，本文将继续探讨以下问题：首先，制度化与制度环境在

多大程度上发生联系？其次，制度化研究的范式带来什么样的问题？最后，这一研究能够

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一）最高法院的制度化与制度环境

最高法院的制度化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除了最高法院自身发展的内在

因素，也与最高法院的制度环境有关。为此，有必要“进入适当的语境”，对印度和美国最

高法院的制度环境作一简单考察。85

和美国一样，印度在摆脱英殖民地长达 190年统治之后建立民主制度，继承了英美法

系的司法文化，所不同的是，美国直接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作为世界上较早立宪、

实施宪政和高度推行司法独立的国家，而印度却曾经度过了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建立

了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机构，但其政治制度在整体上是不完备的”，“没有立法机构，没

有国家颁行的法律及完整的司法程序”，“国王是国家的最高司法当局”，这些曾经是印

度政制的特征。861950年 1月标志独立和开始现代化制度建设的印度宪法正式生效，和美国

1789年立宪一样87，印度政治制度的设计师们似乎看到司法系统往往较之立法与行政机构

软弱这一点而努力设法避免这种弊病的发生，从而创设了对法律具有最终解释权的最高法

院制度及其完备的司法程序，由此开启现代意义印度最高法院的发展历程；88所不同的是，

此时，美国最高法院已经是一个制度建设和实际运作都相当成熟的现代化国家的司法机构

它的制度设计为印度立宪所借鉴，它在实践中甚至成为印度最高法院的榜样。独立后的前

30年，印度在政治上坚持议会民主政治，在经济上致力于摆脱殖民地经济结构和农业国家

工业发展畸形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然而，印度宪法所规定的制度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西方制度形式，这与印度历史上存在的制度形成对比并产生深刻的矛盾，在一个相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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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期，印度社会都在寻求重树制度所需要的思想，并尽可能地将这些思想变为大众共享

的基本常识，这种过程必然是缓慢的，并且可能是不确定的。进入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印

度逐渐掀起经济改革、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建设的浪潮，诸如英·甘地的自由化措施、拉·甘

地的新工业政策、维·普·辛格的对外开放措施、辛哈·拉奥的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私有

化改革、落后阶级的政治觉醒、人民党领导的新政府施政纲领等，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印度社

会的发展和制度的进步，法制建设和司法制度也从中获得发展，如 1998年 3月印度人民党

公布的施政纲领中便强调了对包括总理在内任何人的司法审查89，整体上印度最高法院的

制度化建设也随着而推进；但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的印度被困于过去的传统之中，这些

传统与价值观和现代国家制度的民主制度进行着斗争，使得印度没有占统治地位的现代观

念”90，这不能不造成印度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综合因素以及社会发展尤其法治发展水

平与美国仍然保持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自然也使得印度最高法院的制度化发展难以达到

美国最高法院如此良好的状况。91当然，无论在美国还是印度，最高法院的制度化发展都不

可避免地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制度环境的变迁为最高法院的制度化发展提供动力和空间

使其适应性、自主性、凝聚性等属性可能在经历时间与环境的考验之中获得增强，同时，最

高法院的制度化与司法的现代化发展相伴而行并受到各种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

可以导致不同制度环境下最高法院制度化程度的差异。

（二）制度化范式的反思：方法、资料与观点

制度化的理念和理论为研究最高法院提供了进路。制度化标示社会控制和运行机制的模

式化、程序化和规范化，它在当代社会中所涉及的范围之广、程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

“制度化”自然也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关键词。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它仅仅被当作一种

“流行口号”，而缺乏给予具体的界定和系统的范畴建构，就法学和政治社会学领域关于

最高法院问题的研究而言，则甚少涉及制度化的研究。因此，在这里，关于最高法院制度化

问题研究范式的建构和运用，还是一种尝试。

当然，最高法院研究的制度化范式，也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问题。首先，制度化并非一

个十全十美和无所不包的范畴。如果企图以制度化方式解决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就必然

铸成大错，因为，制度化结构是一个“稳态结构”，而它所要规范的对象却处于永恒运转

演变之中，其“力学构架”总是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难以消解的滞后性和僵化性，同时，制

度化结构系统发挥作用的过程也由于必须满足诸如可操作性、刚性、整体性等要求而必然带

来各种各样的问题。92同样，最高法院的制度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制度化水平处于客观的

和永恒的变化运动之中，对此，需要赋予一种实证考察和过程分析，而远非静态的和规范

层面的简单描述所能论及，用以评价最高法院制度化的理论构架务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其

次，范式规范着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和观察世界的角度，决定着问题的提出、材料的选择、抽

象的方向、合理性标准的确立及问题的解决，然而，特定的范式又可能引导研究者拒斥特定

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而对某些问题持忽略、漠视、不解甚至误解的态度。93就制度化范式而言，

我们将面临这样一些问题：是否这些因素足以系统全面地衡量制度化？制度化的几个因素

是否应同时齐备且同样重要？是否一个或更多因素衰退了而其他因素还保持稳定甚至增长

是否每一因素提供的运作模式都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和恰当性？等等。即便是亨廷顿的政治

制度化方案，也面临诸如制度化标准过于宏观和缺乏适当性、应用性等难题，有学者甚至评

论“这些标准压根没有处理过具体的估计、比较、测量和调查”94。因此，用以评价最高法院

制度化的理论范式同样需要进一步寻求衡量问题的适当性与精确性和解决分析问题的片面

性与有限性。当然，不管怎么样，这一项研究将从问题意识与理论范式上为更多的最高法院

研究抛砖引玉，所有未决问题将在后续的研究中得以推进。

（三）中国的视角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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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本文着重考察的是印度和美国的最高法院，然而，这一研究范例所获取的启发意

义却是广泛的，制度化标示了最高法院生命力和综合能力随之自身及其制度环境的发展而

不断增长的趋向与过程。在中国，随之法治进程，司法在政制结构与社会治理中的意义不断

提升，最高法院越来越被要求从中扮演重要角色，这就有赖于最高法院在适应性、复杂性、

稳定性、有效性、自立性、权威性、凝聚性、协调性等方面价值与能力的培养和加强，也有赖于

为此提供制度性的和事实上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民主的和法治的多方面保障。当

前，正值司法改革和制度建设稳步推进，最高法院的改革也提上日程，为此，我们不但需

要对最高法院的发展现状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和准确的评价，而且需要对最高法院的发展方

向有一个理性的定位和合理的期待。这就要求我们正确面对最高法院的制度化这一现实课题，

将最高法院及其制度化问题更多地纳入研究的视野。在最高法院的改革上，要合理规划机构

设置与优化人力资源配置，进行法官选拔、法官任命、法官保障、法官行为、法官培训、法官形

象等方面的法官制度建设，调整管辖权和改善案件管理机制，进行审理机制和审判方式的

改革，强化最高法院的司法决策能力与司法审查功能，理性处理司法与立法、行政以及政党

意志之间的关系，创造有利于最高法院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法治基础，增进司法独立和最高

法院在社会治理中的意义等等；在制度技术的借鉴上，我们不仅应该对不同法系国家的最

高法院制度有个认识，而且能够对同一法系不同国家的最高法院制度也有个认识。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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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and Paradigm: 
Research o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XIE Jin-jie
(School of Law,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In law-ruled countries, the role and meaning of the Supreme Court as a political entity have been 
intensifying, and its institutionalization has become a realistic project in th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domain in the academic research.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institutionalization’s theory into the research on Supreme 
Courts  and  sets  up  a  systemic  theoretic 
framework.With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India Supreme Court and the Federal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
ed States, the author provides a paradigm and indicates that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is a tre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upreme courts which may be affected by the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does more 
analyses on the paradigm and the reform of China’s Supreme Court.
Key Words: the Supreme Court; Institutionalization; Paradigm; the Unite States; India

作者简介：谢进杰（1978.12- ），法学博士，中山大学法学院讲师。本文发表于《法治论丛》2006年第 2期，
并收录于《最高法院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4年第 1版）一书，本文系作者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的司法部法
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暨美国福特基金项目《最高法院比较研究——以中国为视角》（项目
批准号 02SFB3005）的研究成果之一。




